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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為對資料導向研究的反思與補充，強調意義開發的厚資料研究途徑

於2013年被提出，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至今仍在探索階段。本文以中國研究

中的政治經濟議題作為例子，展示如何以厚資料研究途徑突破與研究對象

相關之數據失真的問題。本文主張有意義的數據資料使用是立基於相關行

動者的辨認之上，研究者必須能夠釐清兩個問題：形成數據資料趨勢的相

關行動者是誰，以及相關行動者的利益與行為動機結構為何。後者將促使

研究者將行動者行為之所以產生的脈絡帶入分析中，以此瞭解人類從事該

行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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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其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內的經濟指

標的可信度一直受到質疑，因此觀察中國經濟不得不更加謹慎。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2013）

數字非黑即白，但官方數據之間相互矛盾，是研究者的巨大考

驗。

 金融時報（2015）

壹、導論

數據資料（data）的分析在政治科學已有相當成熟的發展，質化與量化

的研究均發展出使用數據資料的嚴謹方法，當今已鮮少政治科學學者會挑起

「質化─量化分歧」（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ivide）的論戰，反而視兩種方

法為達到科學般論證的互補工具（Brady, Collier and Seawright 2006; Gerring 

2017）。在此既有的基礎之上，近來科技的進展大幅提升了數據資料蒐集的

能力，在諸多學科中開始出現大數據的分析，而政治科學所屬的社會科學領域

也不例外。相關研究主張大數據分析的運用具有極大的潛力挖掘傳統研究方法

難以觀察到的趨勢（Stockmann 2016; Lazer and Radford 2017）。然而，即便

數據資料蒐集的質與量透過大數據分析方法的提出而獲得改善，一個社會科學

研究者始終繞不開的問題是：這些運用新技術獲取而來的數據資料對於理解吾

人觀察的社會現象是否具有意義？基於該一關懷，厚資料（thick data）研究方

法被放進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工具箱之中，將之作為對大數據分析所引領之資

料導向研究的反思與補充（劉正山 2016）。厚資料研究途徑在2013年底在實

務界被提出（Wang 2013），2014年後才陸續有學術的發表產出，2016年由劉

正山教授引入台灣學界（劉正山 2018），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至今仍在探索階

段。本文將以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中的政治經濟議題作為例子，探討厚

資料研究途徑如何幫助中國研究克服數據失真的問題。

厚資料研究途徑的初始根據為美國人類學家Geertz（1977）於其專著中提

到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厚描述是根據情境脈絡的細節闡釋人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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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其中脈絡細節包含了行為產生的社會環境、關係網絡與行為者情

緒等（Ponterooto 2006）。該研究方法對於脈絡特殊性的著重在當今強調理論

通則性的政治科學領域並不受到鼓勵。即便是小樣本（small-N）的質化政治

科學研究也同樣遵守案例挑選（case selection）原則以保證其研究發現的通則

性。因此當政治科學研究者在引用由厚描述衍生而來的厚資料研究途徑時，主

要是著重在該一方法所提供的「意義」（meaning）賦予功能。在數據資料氾

濫的年代，此一功能對於解釋人類行為尤其關鍵。因此，本文將厚資料研究途

徑定義為「以意義開發為目的的數據資料分析方法」。

厚資料研究途徑讓政治科學的研究不再只停留在統計數據顯著性的追求，

基於對產生意義之脈絡的重視，使用該方法的研究成果將在兼顧理論通則化

（generalization）的要求下，幫助吾人瞭解具體的政治經驗現象。從兩個方面

來說，這一點對於進行中國研究格外具有意義。一方面，厚資料研究途徑幫助

政治科學中的中國研究者進行有意義的「概念延伸」（conceptual stretching）

（Sartori 1970）。中國研究在比較政治的領域起步較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被認為是描述性質為主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而不是以因果推論為主的

比較政治。不過近二十年來，中國研究在比較政治理論建構上有所突破，
1
相

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地加入了政治科學學科（discipline）內的對話，以學科內既

有的概念詞彙來討論經驗現象。然而，比較政治理論建構大多源自於對非中國

大陸地區的觀察，例如民主化理論與人權理論等，往往會被認為無法精準解釋

中國大陸的實情。厚資料研究途徑對於脈絡的重視，將幫助研究者適切地將概

念從其源初地延伸引用至其他地區。換言之，厚資料研究途徑具有潛力將中國

研究作為區域研究以及中國研究作為比較政治中的個案相互結合。

另一方面，厚資料研究途徑提供政治科學中的中國研究者克服中國數據失

真的普遍性現象。如同文章一開頭引述的兩則新聞，由於中國大陸政治升遷體

制著重官員們的經濟表現，官員操弄經濟數據求取更好的政治前程並不罕見，

這不僅發生在改革開放時期，也發生在計畫經濟時期例如大躍進運動中浮報農

1	 關於中國研究的相關論著如何修正與改進既有的比較政治理論，參見Kenned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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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工業的產量。Wallace（2014）在檢驗中國大陸數據真實性時發現，攸關

政權穩定的政治敏感數據如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長

期呈現系統性的操弄。該一扭曲數據的手段不僅存在於依靠地方經濟表現升遷

的地方官員，同時也存在於依靠全國總體經濟表現以維持政權存續的中央官

員。因此，Wallace呼籲在使用中國大陸經濟數據時，應輔以較不具政治敏感

度的相關數據諸如耗電量等進行統計上的穩健性檢測（robustness check）。一

般而言，研究者對於中國大陸官方數據向來不是照單全收。圖1來自全球最大

的金融數據提供商美國彭博社（Bloomberg），該圖顯示著多個數據管道使用

替代指標用以描繪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增長的真實狀況。不過，吾人可以看到

各數據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究竟何者才更接近中國大陸經濟走勢的真貌

呢？這樣的問題也長期困擾著以中國大陸為觀察對象的經濟學者們。
2

圖1　各類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替代指標（2010年∼2017年）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8).

2	 目前Holz（2014）是最完整檢驗中國大陸官方公布之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的經濟學研究
之一，該文從數據資料蒐集制度、數據資料缺漏與規律性檢驗等方面探討中國大陸國

內生產總值官方數據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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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Wallace提出的解決之道理論上是可以消除中國大陸經濟數據失真對

研究所造成的干擾，正如同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強調透過鐵路運貨量、用電

量與銀行放貸量取代國內生產總值以衡量中國大陸經濟現狀。不過，前述三項

指標所構成的「克強指數」仍有其明顯的限制，例如銀行放貸量中仍包括了大

量不會產生實質生產效益的借新還舊的款項。
3
同樣的問題限制了Wallace關於

非政治敏感數據檢驗的論述。首先，在威權體制的中國大陸，數據是否具有政

治敏感性是官方隨著政治情勢的變動進行判斷的，不同情勢會導致不同的判斷

（Manion 2010; Tsai 2010）。其次，並非每一項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數據都可以

找得到一個（組）相對應的不具政治敏感數據協助研究者進行穩健性檢測。最

後，自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國大陸官方為了鞏固政權並打造強國形象，收緊訊

息開放程度，凡是與官方所描繪的經濟形勢與強國形象不相符合的訊息（包括

數據資料）皆被封鎖。
4
也因此，凡是能取得的公開數據資料都事先經過官方

篩檢。

由於厚資料研究途徑所強調的脈絡包括了非數據資料的訊息，例如社會環

境、政治制度、國際局勢等，當中國大陸政府透過掌握大數據資料進行「數位

獨裁」（digital dictatorship）統治時，5
研究者仍能運用有效的研究工具進行知

識建構。以中國大陸政治經濟中國有部門的分析為例，本文展示如何以厚資料

研究途徑突破與研究對象相關之數據失真的問題。本文的第二部分將討論資料

導向（data-driven）研究在中國研究領域所掀起的關注與警惕。接著第三與第

四部分探討數據資料失真限制下的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國企）部門的研究，並

以厚資料研究途徑探討如何透過行動者的辨認與探索理解該部門的表現。第五

部分的結論中將針對未來的研究議程提出建議。

3	 關於克強指數缺限的討論，參見Boyle（2015）。
4	 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數據的控制乃出於經濟安全的考量，在201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安全法》裡，經濟安全被定位為國家安全工作的基礎。

5	 關於數位獨裁的報導，參見The Economis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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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導向研究與中國研究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演算法當道的潮流，研究者對於數據資料的迷戀更甚以

往。數據量本身成為評價研究發現的基本指標，在數據資料堆中發現趨勢成

為進行研究的關鍵步驟，至於這些資料傳達了多大程度的實情與其背後的意義

則淪為次要。在此般資料導向研究的風潮下，研究者有能力發現某種特定人類

行為的趨勢，但卻無法提出該趨勢形成的解釋，遑論判斷該趨勢是否會改變，

以及特定趨勢會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發生何種改變。然而這樣的發展對於吾人

觀察人類行為只提供了片段式的瞭解。面對當前瞬息萬變的資訊化時代，研究

者除了需要具備發現趨勢的技巧，同時也需要有能力分析從一個趨勢到另一個

趨勢的連結，亦即解釋人類為什麼改變了他們的行為。實務界基於業務需求已

開始重拾大數據分析潮流下所喪失的人類行為意義建構（許瑞宋2016；Lind-

strom 2016; Madsbjerg 2017），不過需要更為嚴謹論證的相關學術著作發表則

還在非常初始階段（Bornakke and Due 2018）。

這種對於資料導向研究的關注以及對於意義流失的警惕同樣也開始進入了

中國研究。在中國研究裡，以量化方式分析數據資料已相當普遍而成熟。由於

在屬於非民主政體的中國大陸，數據資料的蒐集與公布會因其所具有的政治意

涵而遭到操弄，因此其品質是研究者無可迴避的挑戰，而往往研究者會需要在

數據資料品質與概化效果（generalizability）間作出抉擇（Tsai 2010）。在官

方數據資料不可得或者對其品質有疑慮時，研究者利用調查研究（survey）以

獲得數據資料進行量化分析。
6
為了避免調查研究的資料蒐集與產生過程遺漏

了重要的變項，研究者也可以採取混合研究法（mixed methods）：透過質化

研究方法進行前期解釋變項（自變項）與被解釋變項（依變項）之間因果關係

的確認，以及透過量化研究方法進行後期因果關係的概化。
7
值得注意的是，

無論是採取哪一種方式進行研究，數據資料必須在理論的指導之下被使用，如

此方能確保研究發現是有意義的因果推論。這與資料導向研究直接從數據資料

下手進行分類演算是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

6	 相關方法，參考Manion（2010）。
7	 關於混合研究法在中國研究上的運用，參考周嘉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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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的發展使得巨量數據資料成為可能，過往中國研究受制於數據資

料稀缺的現象，在以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為研究對象的領域開始有了變化。相

關學者首次面臨到「資訊過多」的挑戰（Stockmann 2010），而其研究議程特

別容易受到資料導向研究的影響。常常被提及的樣本代表性問題在中國大陸

格外需要留意（González-Bailón 2013），其複雜的網路管制體系對研究者在

挑選、蒐集數據資料與進行推論時也形成了額外的挑戰（Greitens 2013, 265-

266）。再者，中國大陸領導階層也意識到大數據在國內治理上所帶來的實效

並提倡數據治國，同時習近平也以國家發展戰略的角度要求「保障國家數據

安全」（人民網 2017）。數據資料無論大小多寡在此觀點下都被賦予了政治

性，因此研究者可能會面臨到數據資料因政治情勢變化而從公開狀態到不公開

的狀態，甚至即便有公開的數據資料，確認其本身的可信度也會是對研究者研

究能力的一項考驗。
8
有鑑於此，為了兼具處理巨量數據資料的能力，以及針

對中國大陸作為該一數據資料來源的脈絡進行判斷Stockmann（2016）呼籲由

中國研究學者與資料科學家合作共同從事具區域智慧的資料科學研究（area-

smart data science）。

事實上，在中國研究的學群內，諸多學者也開始提出類似Stockmann 

（2016）的呼籲。例如在過去十五年的時間內即發表了三篇關於中國研究領

域發展回顧性文章的Kevin J. O’Brien，在其2018年對台灣政治學年會進行主題

演講時提到在追求混合研究法、量化研究、實驗研究與大數據研究的年代，如

何在與理論對話時卻不失去對中國大陸脈絡的掌握是一項挑戰，目前越來越明

顯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讓同為中國研究學群內的學者不再相互對

話。他同時指出：「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有賴於變革型的接任者倡導新的研究

途徑以及創意地使用數據資料」（A vibrant field of study relies on ‘revolution-

ary successors’ to pioneer new approaches and creative use of data unforeseen just a 

few years before）（O’Brien 2018）。

回應前述中國研究學群內關於研究方法的呼籲，本文主張厚資料研究途

8	 關於中國大陸官方數據的可信度，可參考Carsten A. Holz一系列的研究發表，例如Holz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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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將會是一個可行的選項。由於本文將厚資料研究途徑定義為以意義開發為

目的的數據資料分析方法，並不牽涉數據資料量的大小，因此更可以將現有

大樣本（large-N）研究與小樣本研究帶到同一個對話平台。正如同Stockmann 

（2016）提到的，在一個數據資料革命（data revolution）的年代，過去社會

科學裡認為的大樣本量化研究放在大數據面前，都因為樣本數太少而變成了質

化研究（Stockmann 2016, 14）。換言之，樣本數多寡的判斷在大數據的年代

都是相對的，以此為分界的研究方法更應該作出調整。在此背景下，厚資料研

究途徑所著重的意義開發應該如何操作呢？

本文認為目前資料導向研究簡化了觀察現象中行動者的行為。當分析對象

為人類時，其行為指涉的不僅僅只是資料導向研究所聚焦的行為者具體作出

之動作或是選擇，還應包含了該一動作或是選擇之所以產生的理由，也就是行

為所要表彰的意義。而厚資料研究途徑從行動者行為產生的脈絡開始分析，以

確保該研究能夠辨認出涉入其中的行動者以及其行為產生的動機結構，以此補

充各行動者間的互動如何產生了數據資料所顯現的趨勢。具體來說，為了達到

厚資料研究途徑強調的意義開發之研究目的，本文建議面對一個被分析的經驗

現象時，在數據資料分析之前先辨認相關行動者，接著判斷相關行動者的特定

行動如何幫助其獲得利益。此處所謂的利益會因著相關行動者所處的政治、經

濟與社會體系而有不同的判准，這些都是相關行動者行為動機結構的生成脈

絡。以中國研究為例，也正是這些動機結構生成脈絡的分析可以協助相關研究

發展成為Daniela Stockmann具區域智慧資料科學研究，進而能夠達到Kevin J. 

O’Brien所言「產出真實反應中國大陸並能對社會科學有所貢獻的研究」（pro-

duce research both true to China and contributes to the social sciences）（O’Brien 

2018）。

參、數據資料失真限制下的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部門研究

本文在導論的部分曾提到中國大陸數據失真的普遍性現象，該一問題長期



 初探厚資料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現象：以國有企業部門為例　9

存在於經濟領域，特別是在與國有企業部門相關的經濟活動當中。
9
姑且不論

關於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部門的經濟活動是否有公開的大規模數據資料可供研究

使用，該一數據品質的本身就限制了資料導向的研究方法。光單就國企經濟效

益表現一項就有諸多不同的判斷。中國大陸國企部門長期享有財政補貼、低成

本的融資方式以及土地使用優惠等多方面的政策照顧，然而官方所公佈的相關

數據都未將前列因素考慮進去，以至於高估了國企部門的經濟效益（參見表1

與圖2）。10
事實上，在中國研究領域內，目前僅有少數議題有條件從事資料

導向的研究，例如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研究及由其衍生出來關於威權政體治理品

質的探討。而其餘大部分中國研究領域內的議程，仍無法藉由資料導向的研究

方法獲得有意義的研究發現。
11
有鑑於前述數據資料品質上的問題，本文建議

9	 中國大陸官方按產業別將國有企業（國企）分為工業類國企以及金融類國企，本文中

所研究的國企僅限於前者，並針對國企定義採取廣泛界定，因此同時關注國有獨資與

國有控股公司。工業類國企按1988年所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
進行註冊登記，依該部法律工業類國企（或是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係指「依法自主

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企業的財產屬於全民所

有，國家依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授予企業經營管理。企業對國家授予其經營

管理的財產享有佔有、使用和依法處分的權利。企業依法取得法人資格，以國家授予

其經營管理的財產承擔民事責任。企業根據政府主管部門的決定，可以採取承包、租

賃等經營責任制形式。」在該部法律頒布、施行之後，基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及推

行與之相關的股份制改革所需，中國大陸官方於1993年底頒布公司法。凡是進行股
份制改革的國企依公司法進行註冊登記，因此按產權結構劃分形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

國企：國有獨資公司與國有控股公司，前者為傳統意義的純國企，後者又可依國家持

股比例分為國有絕對控股與國有相對控股公司。不過，從產權結構觀之，另一種容易

與國企混淆的集體企業則不在本書的分析範圍之內。國企與集體企業在以西方經濟經

驗為導向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都屬於公有產權（public ownership）而沒有加以區別，
一些中國大陸經濟學家例如吳敬璉（2010）將集體企業稱之為准國有企業。國企與集
體企業雖然就產權結構上均屬公有產權，但兩個主要的區別使得政治經濟學者在分析

改革時期的中國政治經濟時將集體企業屏除在國企分析之外：一者是集體企業並不像

國企必須提供終身就業、社會福利以及因而享有軟預算約制；再者國企產權歸屬按官

方規定全體人民所擁有，而集體企業按官方規定其財產為群眾集體所擁有（Steinfeld 
1998）。

10	 除了中國大陸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定期發佈國企真實經濟效益的評估外，中國

大陸政府對國企部門補貼規模的評估長期都是國際學術社群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是

世界多國指責中國大陸在全球貿易體系從事不公平競爭的證據，參見Haley and Haley
（2013）。

11	 即便是在號稱依據自建大規模數據資料庫的研究中，例如Wang（2016）對中國大陸上
市公司政治聯結（political connection）的論述，也並非直接從趨勢發現下手，而是在
既有的政治聯結文獻上進行修正。



10　問題與研究　第58卷第2期

以前一小節所提到的厚資料研究途徑達成中國大陸政經現象相關研究的意義開

發目的。在本小節與下一小節中，本文將示範當中國大陸同時出現幾個看似

相反的政經趨勢時，厚資料研究途徑如何幫助研究者理解這些趨勢所展示的意

義。

表1　名義利潤與真實利潤的比較（2001∼2013年）
 單位：億人民幣

名義利潤 地租 資源租 利差 補貼 真實利潤 真實淨利潤

2001 2389 3770 289 2180 262 -4112 -4112

2002 2633 3856 309 2201 214 -3948 -3948

2003 3836 3970 351 2087 194 -2765 -2765

2004 5453 4090 447 3092 182 -2357 -2357

2005 6520 4019 682 2351 167 -699 -699

2006 8485 4232 797 2756 -742 1443 967

2007 10795 4927 880 3509 -635 2115 1417

2008 9064 5168 1119 4822 -894 -1151 -1151

2009 9287 5282 905 4542 4417 -5858 -5858

2010 14738 5574 1298 5108 4442 -1684 -1684

2011 16458 7200 1655 6668 4192 -3257 -3257

2012 15176 5949 1253 8290 2134 -2450 -2450

2013 15194 6223 1153 9519 3298 -4999 -4999

資料來源：天則經濟研究所（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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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真實與名義收益率比較

資料來源：天則經濟研究所（2015，59）。

中國大陸的內部經濟運作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進入了轉型期，而在其轉

型的過程中，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也正在快速發展。在中國經濟內部與外部都高

度變動的情況之下，研究者時常會發現自己所面對到的是個相當複雜的政經現

象，甚至有時候會同時觀察到多股看似相互矛盾的趨勢。以下兩則新聞就是最

好的例子：

當不少人對國企的印象還停留在「效率低下、產品落後、競爭乏

力」，當一些人仍在指責國企「什麼都幹、什麼都幹不精」時，我國

的國有企業已悄然完成了一次華麗蛻變。2012年，54家國有企業進

入全球財富500強，最高排位第五名。而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

最大的500家國有企業全年銷售收入總和還不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

家。撕掉「虧損」標籤，如今的國有企業展示了出色的盈利能力，在

國際市場上成為中國競爭力的代表，用驕人業績演繹了「大象快跑」

的故事。

 人民網（2013）

不到20年的時間，國有企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又要重新進行

名義淨資產收益率（%） 真實淨資產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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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同樣的洗牌。儘管上一輪債轉股是三方受益的：國有企業債務暫

時得以控制，並且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國企改革；四大國有銀行不良

貸款剝離後輕裝上陣，重組、注資、上市；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業務

和資產也迅速擴張。緊要之處也正在此─ 國有企業該破的沒破，不

該留的留下了。這恰恰說明，債轉股並沒有真正讓國有企業走上新道

路，國有企業的病根還在，國企債務還在上漲。

 經濟觀察網（2017）

這兩則新聞皆反映著當今中國大陸國企部門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國企部

門同時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以及面臨債務高企的危機。一方面，就中國大陸國

企部門總體而言，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國企成功地扭虧為盈，完成了從普遍虧

損到普遍盈利的變革。
12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自2003年國務院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成立後，關於國有工業部門生產表現的各項指標

漸有起色。
13
從中國大陸財政部歷年關於國有企業效益指標來看，整體國有企

業部門的償債能力與盈利能力均呈現提升的趨勢。
14
簡言之，多個中國大陸官

方經濟數據顯示其國企部門在市場中的表現打破了「公有產權缺乏經濟效益」

的既定印象。此外，這些企業甚至躋身為全世界最具經濟規模、最會賺錢的各

12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學術界對於中國大陸國企的研究幾乎都圍繞在國企低落的

經濟表現。根據各式各樣的指標諸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利潤
（profitability）或是財政補助（fiscal subsidies）等，學者們推斷中國大陸國企部門的
負債問題已相當急迫、甚至幾乎已瀕臨破產的邊緣，該一肇始於國企經營不善的危機

將極有可能成為拖垮中國大陸經濟持續成長的主因（Steinfeld 1998; Holz 2001）。中國
大陸官方公布的數據及其對數據的解讀也同樣呼應了前述學術界關於上世紀末國企經

營困境的分析。以1997年所公布的中國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結果為例，根據該普查公
報，「1995年末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65.8％，高於工業化國家企業的平均負債率
水平」（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辦公室 1997）。

13	 參考歷年中國統計年鑑。不過，中國大陸官方的經濟數據並非沒有爭議。諸多中國大

陸國內的研究例如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報告與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

政策報告都顯示，中國大陸國有部門在國資委成立後呈現績效改善的現象實則來自

於政府補貼，相關研究發現請參考天則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1）以及余暉、周耀東
（2013）。

14	 例如撰寫本論文時查找到最新的相關公告，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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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排行名單之中。舉例來說，以企業經濟規模作為排行依據的美國財富（For-

tune）雜誌的世界五百強企業名錄中，無論是中國企業進榜數量的成長或是名

次排行爬升的速度，均可謂全球企業中的佼佼者。而在這些進榜的中國企業當

中，又以國企佔絕大多數。

然而另一方面，自習近平出任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後所推動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混改）為幾近停滯的國企改革重啟契機。上至中央國有企業（央企），

下至地方國企，紛紛推出混改施行方案。實際上，這並不是中國大陸官方第一

次提到混改。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第一次出現是在1997年中國共產黨（中共）

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並且在爾後的十幾年內不斷出現在正式的

官方文件中。換言之，長期以來混改政策在中國大陸官方眼中一直是促使國有

部門實現現代化企業制度的最佳選擇，然而該一改革卻從未被真正落實才使

得官方一提再提。更有甚者，國企部門債務問題已等不及混改政策實效的發

揮，
15
中國大陸官方繼而推出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債轉股）的方案以化解

國企部門的危機。
16

然而同樣以中國大陸國企部門為觀察對象，為什麼會有如此迥異的判斷？

究竟哪一個才能真實反映當前中國大陸國企部門的狀態？又或者當兩者都呈現

了部份真實狀態的中國大陸國企部門，那麼吾人又應該如何理解該一部門、中

國大陸短期整體政經趨勢、甚至是中國大陸長期經濟轉型的模式呢？近年來關

於中國大陸國企部門的既有文獻主要圍繞著「國企市場表現」的檢驗，同時這

一類研究中的多數學者基於國企部門的強勁市場表現將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經

濟體制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劉致賢 2015；Haley and 

Haley 2013; Naughton and Tsai 2015; Huang 2015; Lin and Milhaupt 2013）。然

而，這些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初期論述無法合理解釋為什麼會同時出現前

15	 例如在國有企業部門存在著大量的「殭屍企業」（zombie company），關於中國殭屍
企業的全面應回顧，參考聶輝華、江艇、張雨瀟、方明月（2016）。為防止金融機構
對經營難以為繼的殭屍企業紓困，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債轉股）的方案不適用於

該類型企業。
16	 根據本文撰寫時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的最新數據，截至2018年7
月底，債轉股方案簽約金達1兆7325億人民幣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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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兩股相互矛盾的趨勢。

詳言之，相對於政策界的判斷普遍認為中國大陸國有部門強勢市場地位乃

得益於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的政府經濟刺激方案（Bremmer 2010），研究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體制演變的學術著作均主張該部門的壯大有其長時期的演變

根源。Huang（2008）強調由於自1990年代起江澤民、朱鎔基等中國大陸領導

人的職涯背景根植於城市中的國有部門，國家資源的投入從發展農村部門轉

向了強化國有經濟，促使中國大陸最終形成「制高點經濟體」（commanding-

heights economy）。同樣地，Eaton（2016）也注意到「國進民退」的趨勢可

以溯及1990年代末期當時領導階層與決策精英在多種意念（ideas）中的妥協

與抉擇。如果說中國大陸國有企業的強勢市場地位是長期政策演進過程的結

果，那麼在許多學者看來此一演進的過程目前已進入了一個穩定的階段從而形

成「國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

根據Lin and Milhaupt（2013）的觀察，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中國大陸

央企部門缺乏健全公司治理的模式，其長足的經濟增長關鍵來自於國務院國有

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成功地運用其組織權力，其中最不可忽視的就

是鑲嵌在黨國體制下的人事權。在Guthrie, Xiao and Wang（2015）關於上市國

企生產力的檢驗中也觀察到國資委正面的作用，只是該作用不是透過人事而是

透過資產管理模式。這兩份研究合理地凸顯國資委在國企改革進程中的關鍵角

色，但卻忽略了國資委也僅是眾多管制者之一，其他的管制機關如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發改委）、財政部、工業與信息化部（工信部）乃至於跨部門議

事協調機構如各類型領導小組等均對國企的營運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再者，倘

若國資委及與其相關的國資管理體系是解釋國企盈利的關鍵要素，那麼如何解

釋諸多地方同樣成立了國資委例如東北三省，但其國有部門近來卻每況愈下？

正因為認識到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產生源於複雜的官僚權力互動，

Naughton and Tsai（2015, 18-19）歸納出該體制的七個定義型特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s）：「中央政府對戰略部門的直接控制；黨對人事的控制；市場

基礎；產業政策；國家對金融的控制；管制體制的碎裂化與層化；雙重福利體

制」。

前述既有文獻對於中國大陸經濟體制如何邁向國家資本主義有著深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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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但其關於國家機構對於國企營運控制程度的評估過於樂觀。當我們把目光

從央企轉向地方國企時將會發現，國企改革的成果在區域間存在著不可忽視的

差異（Zeng and Tsai 2011）。換言之，國資委及其整合式的國資管理體系對於

國企表現的作用並非恆定，其他行動者例如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甚至是國企職

工也在國企改革的歷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正是多個行動者間的互動

形成了吾人所觀察到當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中多股看似邏輯相反的趨勢發展。

進一步來說，中國大陸身為轉型經濟體，在從計畫經濟轉軌至市場經濟的過程

中，其內部的政府與市場關係也在不斷調整中，該一調整需要政府放權給市

場，此舉勢必對於相關行動者的原有利害關係造成影響。因此，政府與市場關

係的調整之所以會發生，必定源自於某部分相關行動者對於現有政府與市場關

係的不滿進而產生改變現行制度的行為，同時現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無力回

應改變現行制度的挑戰。每一輪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調整都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

兩股力量的互動，也正是此一動態關係形成了吾人所看到相關數據所展現出來

的趨勢。有鑑於此，欲瞭解中國大陸政經資料數據所傳達的意義，厚資料研究

途徑強調在任何資料數據分析前應先進行相關行動者及其利益的辨認，藉此將

經驗現象發生的脈絡帶入分析之中。下一小節將具體觀察中國大陸國企部門中

的行動者。

肆、�厚資料研究途徑：辨認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部門中
的行動者

中國大陸市場參與者的利益會受到經濟轉型的影響，無論是受益或是受

損，均會趨使這些行動者對於現有政經體制產生擁護或是挑戰的行為。特別是

當差異對待與隨之而來的階層化結構一直是中國大陸經濟治理的特徵時，相關

行動者及其利益的辨認就顯得格外重要。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公有產權主體與私

有產權主體在資源分配上所面對到的官方政策差異（Huang 2008）。17
在差異

17	 例如中國大陸市場管制政策是國企導向的，正如同Clarke（2016）主張中國大陸政府於
1994年推出公司法時，其制訂初衷也只著眼國企的競爭力與效率，而對私企部門漠不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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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的治理策略下，傳統政治經濟現象分析中以階級（class）為單位的作法難

以道盡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邏輯。同一個階級內的行動者基於國家的差異對

待策略產生了不同的利益認定與行為動機結構，例如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家對

於國家政策就有多元的反應（Tsai 2005）。再者，各地方政府作為中國大陸改

革開放以來重要的市場參與者與經濟行動者，同樣也受到差異對待策略的影響

（Sheng 2010），進而影響中央與地方（央地）關係。

從這一個脈絡看來，將行動者化約為階級進行分析在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

研究中無法反應實情，具體辨認相關行動者應該成為任何中國大陸政經現象

分析的第一步。以本文所列舉的中國大陸國企部門為例，該部門在中央政府差

異對待策略下，位於階層結構頂端的是以命脈產業為主業的大型央企。正如同

Pearson（2015）的研究發現：中國大陸政府在調整經濟治理模式的過程中，

中共將自己在經濟領域的功能轉化為強化經濟安全，藉以維持其在市場中的重

要性進而鞏固合法性。實際的作法即是在國內經濟中引進差異化的管制手段，

從而形成中國大陸上、中、下層分層經濟（tiered economy）的現象。上層經

濟涵括了被發改委定義為最具戰略意義的產業，且這些產業均屬央企壟斷，

藉著透過有限競爭打造市場贏家─即國家資本主義下的「國家隊」（national 

champions）。

同樣的，Hsueh（2016）發現產業類別本身的戰略價值是國家制定差異化

管制政策的根據，也是中國特色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經Hsueh（2016）

針對電信業與紡織業的比較研究發現：即便兩個產業在改革開放時期都面臨

著市場化的內部壓力與全球化的外部壓力，但兩者在中國大陸領導精英的認

知中有著不同的戰略重要性，從而制訂出了差異化的產業政策。亦即，前者

具高度國家安全戰略意義遂採取「集中式政府股東」（centralized government 

hareholder）的模式；後者國家安全戰略意義偏低遂採取「分散式市場利益相

關者」（decentralized market stakeholder）的模式。

前述研究均揭示了階層化結構不但能夠描述公有產權主體與私有產權主體

在中國政經體系的相對位置，同時也能夠描述公有產權主體內部因經濟戰略價

值不同而產生的分層，也因此中國大陸市場參與者的利益會因著其所在階層的

相對位置而有所不同。從這個角度來檢視本文所提到的中國大陸國有部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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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內經營活動產生影響的主要相關行動者群體包括：央企、地方國企、金融

機構、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肇因於階層化的經濟治理結構，此處所列舉

的每一個行動者群體都不能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享有一致的利益與動機結構。甚

至作為施行差異對待策略的中央政府，其本身也因部門利益而產生碎裂式的威

權治理。有鑑於此，在任何數據資料分析前進行行動者及其利益的辨認就顯得

必要。

有了前述相關行動者的脈絡資訊之後，再回過頭來看上一小節中所提到兩

則反應相反趨勢的報導，吾人可以很清楚地判斷，形成報導中趨勢的行動者其

實是不同的群體。詳言之，雖然都在國有部門內，且同時都被指涉為國有企業

或是公有產權主體，然而依據各國企本身經濟戰略價值之不同會受到差異式的

政策對待，從而使得產生行動的動機結構出現差別。現今廣為學術界與政策界

所辯論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其核心論述中的強勢國企，實際上比較符合央企

的發展趨勢，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具有經濟戰略意義的國家隊（national champi-

ons）央企。至於地方國企並非沒有符合國家資本主義特徵的行動者，只是這

個群體內的各行動者會受到自身所處產業、自身所屬區域的經濟發展水準與改

革進程等脈絡的影響而產生彼此間的差異，例如國有部門中負債的殭屍企業就

以傳統工業製造業的省份如廣東、江蘇居多。也因此吾人會看到具有國家資本

主義特徵之強勢國企與面臨債轉股之負債國企兩股趨勢同時並存。就意義開發

來說，這裡所提出厚資料研究途徑對行動者的辨認能夠幫助研究者更為準確地

判斷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國家與市場關係、內部的央地關係、甚至是在世界經

濟體系中的發展階段。

伍、結論

作為資料導向研究風潮下填補意義開發的缺口，厚資料研究途徑提出至今

短短幾年，其內涵、方法與應用仍在初步的探索階段。本文梳理中國研究領

域內對於去脈絡化的省思，並且以中國大陸經濟現象為例嘗試發展厚資料研究

途徑的實際操作內涵藉此達到意義開發的目的。本文主張有意義的數據資料使

用是立基於相關行動者的辨認之上，研究者必須能夠釐清兩個問題：形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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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趨勢的相關行動者是誰，以及相關行動者的利益與行為動機結構為何。後

者將促使研究者將行動者行為之所以產生的脈絡帶入分析中，以此瞭解人類從

事該行為的意義。這樣的研究步驟也呼應了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以理論指導

數據資料使用的原則，同時使得研究不受數據資料多寡的限制仍能從事知識建

構。行動者的辨認先於數據資料的分析豐富了數據資料的意義，且幫助研究者

不陷入質化與量化的技術性二元對立上，更能實現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換言

之，「資料使用不必硬分質性還是量化，未來的研究者及決策者將會把重點

移到在能夠從資料中挖掘出多少豐富的意義，為此引介或開發新的資料分析方

法。」（劉正山 2016）。

科技使得巨量數據成為可能，也進而帶動資料導向的研究，透過直接觀察

母體進行相關性分析，可以幫助研究者發現過往因抽樣偏差而沒有探測到的

現象。同時，無論是在數據資料的量與多樣性方面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都相當

具有吸引力。不過值得一再提醒的是，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技術的追求與意義

的追求應同時並進，畢竟無論多麼尖端的研究技術終有被其後新技術挑戰、取

代的一天。甚至，當兩者無法兼顧時，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花更多的精力在意義

開發上而非技術開發上。這在本文所示範的中國大陸政經研究顯得格外發人深

省。過往一、二十幾年裡，各種新的研究技術被引進中國研究，帶來許多令人

興奮的研究發現。然而，誠如O’Brien（2018）觀察到的，在新方法技術引進

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研究去脈絡化、過度抽象化的趨勢，但任何的社會科學

理論都會經歷起起落落，中國大陸卻一直存在著，懂得中國大陸脈絡的研究者

仍是中國大陸相關知識不可或缺的生產者。特別是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大

陸整體訊息公開度、透明度急遽下降，數據資料可信度低落的現象更加嚴重，

也正因為如此，世界各處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內部的需求也更加旺盛。厚資料研

究途徑不因數據多寡，均能從事意義挖掘的特性格外適合用於封閉政體的研

究。

厚資料研究途徑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途徑，旨在補足純粹數據資料追求下

意義的厚度。在此發展宗旨下，厚資料研究途徑對於脈絡的強調並非推翻社會

科學中已廣為接受的理論通則化原則，其重點在於協助該一通則化使得吾人更

加認識現實生活中的研究對象。以中國研究為例，厚資料研究途徑並非把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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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重新推回以描述為主的區域研究範疇，相反地它將中國大陸的脈絡因素引

進分析，更能突出中國大陸在世界體系中的相對位置，也更能豐富中國大陸作

為比較政治案例的具體圖像。厚資料研究途徑的論述仍在初始階段，本文從政

治科學中比較政治的角度將中國大陸作為觀察對象提出具體操作的第一步，未

來的研究可繼續在此基礎之上擴展觀察對象至其他國家與區域，並且在必要時

與資料科學家合作，重複操作或是修正該一研究步驟。

 （收件：107年11月8日，接受：1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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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flection and supplement to data-driven research, thick data was 

firstly proposed as a complementary method of using data to engage in mean-

ing mining in 2013. Through the case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this ar-

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use of thick data enables researchers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data distortion. It argues that meaningful use of data sources is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tors. In order to do so, researchers are requir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Who are the 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tendency shown by the data? What are the interests and incentives of those 

actors? The second question necessitates an extensive analysis, which makes 

sense of human behavior in relation to the data we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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